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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态文化健康是评估地方､ 区域､ 全球各级自然与文化生存能力和可持续性的重要准则｡ 在界定生

态文化健康内涵的基础上,构建我国省域生态文化健康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综合评价指数和耦合协调度模型综合分

析 2000-2020 年我国生态文化健康时空演变特征｡ 结果表明:①我国生态文化健康综合评价值及协调发展度均呈上

升趋势,东部地区始终保持领先地位,中西部地区提升速度加快,逐渐赶超东北地区｡ ②我国生态文化健康综合水平

呈现“一轴两翼”的空间分布格局,且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 ③各省份生态文化健康水平的空间差异表现出

σ收敛,差距逐渐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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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伴随城市化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健康日益构成威胁｡国外较早开始生态系统健康的研究,1989 年

Rapport首次提出生态系统健康(Ecosystem health)概念,即一个生态系统所具有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1]｡1991年,国际生态系统

健康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Ecosystem Health,ISEH)成立,旨在实现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为生态系统的评价提供

基础理论和方法[2]｡此后,除了概念辨析[3],学者们逐渐关注健康状态的评价[4-6],并对草原､森林､流域等不同生态系统单元的健康

状况进行了定量评估
[7-9]｡2004年,《生态健康》杂志创刊,生态系统健康研究在欧美发达国家出现重要转型

[10]
,学者们开始关注生

态健康与可持续发展[11]､生态系统过程对人类健康的影响[12]和生态健康水平的评估[13]｡21 世纪初,我国学者开始关注生态系统健

康,对其概念内涵､评价指标和评估方法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14-16]｡ 

近年来,生态系统健康的研究不断拓展,开始加强对文化因素的考量和对人类健康福祉的关注,认为自然和文化之间的相互

联系和相互依存需要更广泛的综合,并发展出一个新的研究方向——生态文化健康[17]｡但相关研究主要关注区域､河流等的生态

文化健康综合评价[17-21],缺乏对生态文化健康概念的科学界定,且存在研究区域不平衡,微观尺度多而中观宏观尺度少等问题,对

省域尺度生态文化健康时空分异特征的研究更少｡自 2000 年以来,我国相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推动高质量发展”等举措,

有力地促进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鉴于此,本文基于对生态文化健康概念内涵的探讨,以“活力—组织力—恢复力”为评估框

架,考虑生态与文化之间的耦合关系,对 2000—2020 年我国省域生态文化健康水平进行定量评估,以期丰富生态文化健康理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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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推动其定量评价研究｡ 

1 概念界定与指标体系 

1.1生态文化健康内涵 

生态文化健康是生态系统健康的进一步扩充[10]｡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人类作为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始终与自然生态系统保

持着紧密的相互联系,并以自然生态系统为蓝本构建自身的文化,自然立法脱胎于此,寄生于此[22,23]｡文化的发展影响生态环境,而

生态的改善推动文化进步[24]｡因此,只要人类在生态系统中生存并与之相互作用,就难以明确区分自然和文化,在一个“生态文化”

系统中整合自然和文化更为合适
[17,18]｡这里的“文化”是相对于自然而言的,属于广义上的文化,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一切成果,并非

局限于人类精神方面的创造[10]｡对于生态系统“健康”的定义,学术界进行过大量的理论探讨｡如:Rapport[1]认为“健康”即生态

完整性和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Costanza 等[25]认为健康的生态系统是活跃的,能保持其组织结构并能从胁迫中恢复过来;肖风劲

等[22]认为健康的生态系统是持久的､连续的和可持续的｡ 

基于此,本文认为生态文化健康可以定义为生态—文化系统具备应对外界干扰的能力,且能从生态和社会动荡中恢复过来,

能够持续提供生态系统服务支持和保持文化生命力,平衡自然生态和人类文化之间的动态交互作用,使自然和文化协同进化,实

现可持续发展｡即,健康的生态文化系统是活跃的,能保持其组织结构,可从胁迫中恢复过来且各子系统间协同发展的｡生态文化

健康内涵具体如图 1所示｡ 

 

图 1生态文化健康内涵 

1.2评价指标体系 

生态文化系统是一个复杂的耦合系统,包含自然生态和人类文化两个子系统,系统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通过自我维持､自

我调节和自我应对功能来保持系统的健康状态｡在生态系统健康评价之中,Costanza 提出的以“活力—组织力—恢复力”分解框

架为基础的评价指标体系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认可[26]｡生态文化健康作为生态系统健康的进一步扩充,仍可以在此框架下构

建我国生态文化健康评价指标体系｡①活力指系统的新陈代谢和初级生产力｡其中:生态系统活力通常采用总初级生产力､净初级

生产力､生态系统生产总值等指标进行测度
[14-16]

,但这类指标只反映了系统自身的活跃程度,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能否满足人类的需

求也应是生态系统活力的体现,因此选用植物生产力和生态服务能力来衡量;文化系统的活力通过经济生产力和文化创造力来表

征｡②组织力指系统结构的稳定性,常用多样性指标､各组分间的交互程度等指标衡量,选用景观多样性､文化多样性和产业结构

分别表征生态､文化系统的组织力｡③恢复力是指系统在外界干扰因素下维持结构和功能的能力｡因为土地利用在生态系统恢复

力中起着重要作用,所以通过各类土地利用面积加权生态系统恢复力系数的求和来表征生态系统的恢复力[27-29];而文化系统恢复

力则借鉴吴绍洪等
[30]

提出的自然灾害韧弹性社会指标体系,选用医疗救助､文化保护､消费水平等指标来表示｡除此之外,在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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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健康中,较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两个子系统要协同进化｡即,只有两个子系统间协调且均处于较高发展水平时,该生态文化系统

才是健康的｡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水平通过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来计算｡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熵值法 

熵值法[31]是一种客观赋权方法,当涉及多个评价对象时使用该方法对各因子赋权,可在保证权重客观合理基础上简化计算过

程｡首先将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通过信息熵计算各指标权重,最后采用综合指数加权法计算出综合评价值｡ 

中国生态文化健康评价体系中的生态与文化子系统的计算采用多目标线性加权函数法,函数表达公式为: 

 

式中:U 为中国省域生态文化健康评价结果;Wij 为 j 项指标的权重值;Xij 为 i 评价单元 j 项指标数据的标准化值;n 为指标

数｡ 

为体现各子系统间的互补关系,综合评价指数 S采用算数加权计算,计算公式为: 

 

式中:Ui 和 αi 分别为第 i 个子系统的评价值和权重;n 为子系统数,n=2｡本文认为我国生态文化健康中生态与文化同等重

要,故α生态=α文化=0.5｡ 

2.2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度表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通过受自身和外界的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构建以下自然生态与人类文化的

耦合度模型: 

 

式中:C 为耦合度值;U 生态为生态健康;U 文化为文化健康｡进一步构造生态健康与文化健康的耦合协调度模型,以判别生态

与文化的协调程度: 

 

式中:S为综合评价指数;D为协调度值｡D值越大,说明生态与文化之间的协调发展水平越高;反之,协调发展水平越低｡ 

参考相关的研究成果
[26-28,32,33]

,本文按照 2000—2020 年生态文化健康各项评价值全距(最大值—最小值)的六分位数间距,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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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评价值划分为健康､较健康､亚健康､不健康和病态 5个等级｡ 

2.3空间自相关分析 

空间自相关分析包括全局空间自相关和局部空间自相关｡全局空间自相关反映了生态文化健康水平在全局空间下的集聚效

应,局部空间自相关则反映了生态文化健康水平在局部地区的集聚状态｡计算公式为: 

 

式中:n 为研究对象数量;xi 和 xj 为省份 i 和 j 的生态文化健康水平;x 为全部研究对象生态文化健康水平的平均值;Wij 为

空间权重矩阵｡ 

2.4收敛分析 

采用σ收敛来分析生态文化健康水平在时空上的演进,本文选取现阶段应用较为广泛的σ系数进行检验[34],计算公式为: 

 

式中:lnSit为 i省份在 t 时期的生态文化健康水平综合评价值 S 的对数值;lnSt为 t 时期各省份生态文化健康水平综合评价

值的对数值的均值;N为 t时期的省份数量｡ 

2.5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数据主要包括我国 31 个省份(由于数据收集原因,本文研究区域未包含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

区)的净初级生产力､土地利用和社会经济统计等数据｡其中,社会经济数据源自 2001 年､2011 年､2021 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全

国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NPP数据为 2000年､2010年､2020年的 MOD17数据集(https://earthdata.nasa. gov/),

分辨率为 500m;土地利用数据源自中国科学院资源与环境数据中心,分辨率为 1km,包括 6个一级地类和 25个二级地类;个别缺失

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补充｡ 

3 结果及分析 

3.1总体分析 

我国省域生态文化健康水平评价结果所示,整体较好｡从表 3 可见,2000—2020 年我国生态子系统与文化子系统健康水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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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上升趋势,且文化子系统上升幅度更显著｡生态子系统健康均值由 0.134 上升至 0.156,由亚健康提升至健康水平;文化子系统

均值由 0.070 上升至 0.280,由病态提升至较健康水平;生态与文化子系统间的耦合度均值由 0.466 上升至 0.474,始终保持在较

健康水平;协调发展度均值由 0.217上升至 0.321,由不健康提升至健康水平;综合评价均值由 0.102上升至 0.218,从病态提升至

较健康水平｡这主要得益于生态工程的实施及文化相关产业发展:一是生态方面,《2020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00年以

来我国植被生态持续改善,水土保持功能提升,人民生态环境获得感显著增强;二是文化方面,《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2020—

2021)》显示,2020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98514亿元,并在数字文化融合､知识产权保障､文创跨界开

发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 

为描述生态文化健康水平在不同区域的演变趋势,将全样本数据按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划分为四大地区[29],四大地区生态

文化健康综合指数结果如图 2 所示｡从图 2 可见,2000—2010 年,各地区生态文化健康综合指数均小幅度上升,且综合指数均值表

现为东部地区>东北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仅东部地区上升至亚健康水平,其他地区由病态上升至不健康水平｡这主要是由于

东部和东北地区受区位和政策等影响,经济发展较快,人口大量向两个地区流动,消费水平､文化创造力､医疗救助水平等随之提

升,从而增强了文化系统的活力､组织力和恢复力｡2010—2020 年,四大地区的生态文化健康综合指数再度提升,上升至较健康水

平,但东北地区提速减缓,逐渐让位于西部和中部地区,从 2000 年的第二位下降至最后一位｡东北地区主要受经济转型影响,老工

业区衰落､人口大量迁移､经济和文化活力衰退,加之前期大规模的重工业发展,生态破坏严重｡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得益于“中部崛

起”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经济发展加速,人均 GDP 由 2000 年的 5521 元､4814 元增长至 2020 年的 60600 元､55373 元,

文化活力显现,文化艺术相关机构分别增加了 1200个和 400个,消费水平提升,人均消费支出增加上万元,生态文化保护意识逐渐

强化｡ 

 

图 2 2000—2020年中国四大地区生态文化健康综合指数对比 

从图 3 可见,2000—2020 年四大地区的生态文化协调发展度均呈上升趋势,东部和西部地区由病态上升至健康水平,东北和

中部地区上升至较健康水平｡且东部地区始终处于领先地位,中西部地区在 2010—2020年间提升速度加快,逐渐赶超东北地区｡究

其原因: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被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各地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提高发展质量

和优化生态环境上,促进了生态与文化系统之间的协调,而东北地区受阻于落后的产业结构优化,生态文化协调发展速度逐渐放

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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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00—2020年中国四大地区生态文化协调度对比 

3.2省域差异分析 

借助 ArcGIS10.2软件进一步分析我国省域生态文化健康的空间差异,结果如图 4 所示｡从图 4 可见,2000—2020年各省份生

态文化健康综合指数显著提升,但省域之间差异明显,总体呈现“一轴两翼”的空间分布格局｡表现为:新疆､甘肃､宁夏､山西连

线上生态文化健康综合指数最低,向南北两侧递增,南侧广东､四川､福建等地和北侧内蒙古､黑龙江､辽宁等地指数较高｡2000 年,

各省份生态文化综合评价指数普遍处于病态､不健康等级,其中,病态省份 16 个､不健康省份 15 个;2010 年除宁夏､陕西外,其他

省份皆在原来基础上提升了一个或两个等级,各地普遍处于不健康､亚健康水平,病态省份由 16个减少至 2个,不健康省份 16个､

亚健康省份 13 个;2020 年各省均在原有基础上再次提升了一个或两个等级,北京､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四川跻身健康等级,新

疆､甘肃､山西由不健康提升至亚健康等级,宁夏由病态提升至亚健康等级,其他省份均上升至较健康等级,陕西进步最大,由 2010

年的病态等级跃升为较健康等级｡ 

 

注:基于全国地理信息资源目录服务系统 GS(2016)2556号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 

图 4 2000—2020年中国省域生态文化健康综合指数的空间格局演变 

2000—2020 年,我国省域生态文化健康综合指数提升主要得益于文化系统健康水平的改善｡由图 5 可知,生态健康指数变化

不显著,广东､福建､云南､广西､海南等省份排名靠前,上海､山东､宁夏等省份生态健康指数偏低｡而文化子系统健康指数则逐年

提升,赶超生态子系统｡其中,北京､上海､广东的文化健康指数最为突出,这得益于北上广地区区位优越､人才汇聚,经济生产力､

文化创造力､消费水平和医疗救助水平等领先于其他省份｡四川省由于深入贯彻文化强国战略,加快建设文化强省步伐,文化产业

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不断增强,2020 年全省文化新业态较为明显的 16 个行业实现营业收入 790.8 亿元,文化系统的活力､组织

力､恢复力持续提升｡新疆､宁夏､青海､甘肃､陕西等省份由于地处西部内陆地区,经济发展势头､文化创造力､消费水平等皆落后

于东部地区,文化健康指数偏低｡此外,各省份生态与文化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水平也在不断改善,其中:北京､浙江､广东､四川､

福建等省份的协调度排名靠前,而甘肃､宁夏､山东､河南等省份协调度排名靠后｡ 

借助空间统计工具刻画中国省域生态文化健康的空间关联特征,得到 Moran′sI 值及其显著性变化,结果如图 6 所示｡从图 6

可见,2000—2020 年中国生态文化健康水平 Moran′sI 指数均为正,考察期内各年份的 Z 值均大于 1.96,且 P 值小于 0.05,均通

过 0.05严格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中国生态文化健康综合水平在空间分布上呈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即生态文化健康综

合指数等级相同的区域在空间上趋于邻近,集聚程度逐年增强｡因此,相邻区域应依托相关性,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共同促进生

态文化健康水平的提高｡进一步利用σ系数考察中国生态文化健康水平差异的演化趋势,结果如图 7所示｡从图 7可见,我国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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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健康水平存在 σ收敛,σ系数介于 0.114—0.186之间,2020 年比 2000 年缩小了 0.072｡这表明虽然我国省域间生态文化健

康水平的差异在逐渐缩小,但是这种差异性仍然存在｡ 

 

图 5 2000—2020年中国省域生态､文化健康及协调度得分 

 

图 6中国生态文化健康综合指数的 Moran′sI值及其变化 

 

图 7 2000—2020年中国生态文化健康综合指数收敛趋势 

4 结论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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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结论 

本文在对生态文化健康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明确了生态文化健康评价的基本逻辑,并依据“活力—组织力—恢复力”框

架,构建了我国生态文化健康评价指标体系｡以省域为单元,采用综合评价指数 S 评估生态文化系统的综合发展状况,进一步引入

耦合协调度模型,评估生态与文化子系统的协调发展状况,以此综合分析 2000—2020 年我国生态文化健康水平的动态变化｡主要

结论如下:①通过梳理相关理论知识,提出生态文化健康即生态—文化系统活跃,能保持其组织结构,可从胁迫中恢复过来,且各

子系统间协同发展,并明确了以综合评价值和协调发展度整体反映生态文化健康水平的基本逻辑｡②通过构建中国生态文化健康

评价指标体系发现,2000—2020 年我国生态文化健康综合指数显著提升,其中:文化子系统健康水平大幅提升,生态子系统健康水

平缓慢提升,生态与文化子系统的协调发展度平稳上升｡③从区域来看,2000—2020 年东部地区的生态文化健康综合指数始终领

先,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生态文化综合指数加速上行,并逐渐赶超东北地区,整体上呈现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的

空间布局｡④从省域来看,2000—2020 年我国各省份生态文化健康综合指数显著提升,呈现“一轴两翼”的空间分异格局,表现为

新疆､甘肃､宁夏､山西连线上生态文化健康综合指数最低,并向南､北两侧逐步递增,但省份之间的差异在逐渐缩小｡ 

4.2讨论 

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对我国生态文化保护政策制定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第一,充分重视生态文化保护的重要性｡加强生态

文化教育,借助微博､微信公众号､抖音 APP等宣传媒介,普及生态文化知识,促进生态文化保护与大众生活的深度融合｡第二,充分

重视生态与文化子系统的协调发展｡依托各省份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加快发展生态文化旅游业,深入挖掘地方文化内涵,激活民

族文化中的魅力元素和生态元素,把各民族文化灵活巧妙地融入旅游项目开发与生态景观设计中,实现生态与文化的有效融合｡

第三,充分重视生态文化健康水平的空间非均衡特征｡积极制定生态文化协调发展的差异化政策,推动东北地区生态文化健康水

平提升,加快东北地区“转方式､调结构”步伐,强化生态文化协调发展理念,促进经济､科技､文化等社会更深层次的振兴,努力缩

小与其他地区的差距｡第四,充分重视生态系统的脆弱性｡从研究结果看出,生态子系统的健康水平提升缓慢,这是由于生态系统

一旦遭到破坏将难以在短时间内恢复｡因此,西部地区等生态环境脆弱地区要进一步强化植树造林和退耕还林,提高植被覆盖率,

严格控制城市发展过程中建设用地的扩张,推动绿色低碳经济发展｡生态文化健康研究视角能反映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的胁迫和

自然环境对人类健康的影响,有利于综合全面地解决各种资源环境问题｡本文通过构建生态文化健康评价指标体系,实证测度了

各省的生态文化健康水平,丰富了生态文化健康的研究内容,为全面把握生态文化系统的健康状况做出了一定贡献｡同时,通过测

度生态文化健康水平的区域差异,为中国生态文化保护政策制定提供了一定依据｡但本文构建的指标体系只是初步探索,选取的

指标均为可以量化的指标,考虑到直观性和普适性,一些具有高显示度的定性指标没有使用,导致评价指标体系不够完整｡今后,

应以结合大数据等技术方法,进一步完善评价体系,补充定性指标来综合衡量生态文化健康水平｡此外,生态与文化之间的交互关

系纷繁复杂,本文仅用耦合协调度表征两者的耦合关联尚存在一定缺陷,有待进一步改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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